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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尚德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台灣是一座總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小島，在世界地圖中，並不算

特別起眼；但是這麼一座蕞爾小島上，卻擁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峰二百餘

座。使得位處於亞熱帶的島嶼之上，卻也難得地，同時兼備了寒帶的罕見地理環

境。但是這些高峰，卻是個個幽閉藏身於崇山峻嶺之間、與渺無人跡之境，唯獨

「合歡山」這座中央山脈上的高峰，因著道路交通的近身，成了人們唯一易於親

近的「文明化高山」。在早期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前，在這亞熱帶的海島上，

對於嚮往白雪皚皚的北國雪景，且又不具雪地登山能力的一般人而言，合歡山無

疑是最佳的賞雪景點了。 
在一般人的印中，合歡山區是個適合大眾賞雪的風景區，合歡山主峰更只是

座中橫公路旁，驅車得以直達的山峰。然而，合歡山卻是座不折不扣的高山，而

在它「文明化」的過程中，卻也備具歷史意義。 
在近代社會的集體記憶中，這座高山如此平易近人的根基，除了直接源自於

中橫公路艱辛開發的貢獻；在「合歡」的浪漫修辭想像之下，伴隨著戰後台灣社

會經濟蓬勃發展，人民所得提高後的旅遊興起下，這個觀光名勝所呈現的歡樂圖

象。今日，若我們欲瞭解「合歡山」的所在，可以依循著地圖的指引，而在中央

山脈特定經緯之間，一座海拔 3416 公尺的峰頂之上，得以輕易的指認出這座山；

過程與結果毫無疑問地，沒有人懷疑這樣的地理「常識」與「事實」。自古以來，

紀錄描述這個地理名詞，起初僅偶見於清治初葉以後的史冊方志；然而，同樣的

地理名詞卻大量的縱橫貫穿於整個日本治台期間，在日治初期的地理探勘、戰

爭、理蕃，與末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下的青年鍊成活動等重要的殖民史程碑上；

「合歡山」皆然未曾缺席地不斷出現，終被世人所熟悉，進而成為社會對於此一

地理空間的基礎知識。 
然則從後殖民的解析中，關於它的出現，探尋、與「再現」此一傳說地理空

間的過程，與當時山下社會的變遷關係究竟如何？它如何被命定、並透過了社會

建構，以形塑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合歡山」此一地景？而當我們從知識與權力

的角度來理解，而欲加探討的是；關於這個地理「常識」，今日已然認知的「事

實」與「知識」，它等是否同於「真理」？這樣的知識如何產出、傳播與複製？

隱身在「合歡」的社會記憶、與漢文字意的浪漫修辭之下的，除了它外在的文明

化高山形象外；在美麗的自然地景背之後，它是否也交織著文化意涵與社會權力

的鑲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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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桃源、蘊奧莫悉──想像的文化地景 

對於「山」這樣的自然景觀，在中國的定耕農業文化之下，向來就不是主流

的生產空間；正因山地的地理特性欠缺了水田文化下的特定生產條件，因而難以

從事經濟性的社會生產，連帶造就了傳統主流社會中對於山地「知識1」的欠缺。 
也正因為社會意識上「無法」（這是客觀2條件）從事生產、卻相形對照於束

縛在四季農忙之外、而自居於「無須」（這是主觀意識）生產，也卻能自得之境

界者，便投射出了無須依賴物質基礎的，眾神的桃源仙界、抑或隱士的修行道場。

因著中國傳統社會的下層建築中的生產條件，使得「山」超脫出了社會的經濟物

質基礎，而進入於庶民日常生活之上的眺望與想像、意識與哲學的上層境界。復

經各朝歷代，特別是唐宋以來大量詩詞歌賦的文本推波助瀾與交互作用，終於營

造建構出「山」之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殊地景意涵。 
1684 年清軍登陸台灣，鄭氏王朝隨即傾覆。佔領臺灣之初，受於清帝國的

國力有限，對於這個充斥著番人與瘴癘的海上孤島，清帝國原有主張撤民棄島之

議，然而在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上疏力陳之下，翌年將臺灣納入帝國版圖；並設立

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 
然而，在當時的漢人以府城為中心，聚落則散佈於臺灣西部平原地帶；而這

些聚落與城郭之外，就是一片人跡罕至與未知的「番界」，其中尤以廣大的山地

更為之惶然恐懼。這群甫到帝國邊陲孤懸海島的朝廷命官，相形於中國內地沒有

「番害」的山地，此間的「化外之山」，相形對照之下大相逕庭，其感受也溢於

文表： 

深山之中，人迹罕至。其間人形獸面、鳥喙鳥嘴、鹿豕猴獐，涵淹卵育；

魑魅魍魎，山妖水怪，亦時出沒焉……然在層巒叠嶂之內，山外係化外

野番巢穴，番獰路險，人踪罕到，亦不知山在何處，與山之高大幾何也

（蔣毓英，1993：13）。 

台灣崇山峻嶺、混沌未知的群山之中，也包含了一座名為「合歡」的山峰。

歷史上名為「合歡山3」的山峰，首次出現於文獻，便是 1685 年首任臺灣府知府

蔣毓英主修的《臺灣府志》（1993）。在這本描述了此一初入大清版圖之海上疆域

的方治上，於其〈敘山〉一章，有著一段極為簡短而不甚起眼的，如下的描述： 

南日山在崩山社界，小龜崙山西，中港在此山北發源……合歡山在南日

山西，此山出灘，流入淡水港。又北而鷄籠鼻頭山（蔣毓英，1993：20）。 

這是文獻中首度關於「合歡山」的描述；然而在當時，遠離於漢人社會聚集

與經濟生產的西部平原地帶之際的合歡山一詞，除了作為一種概念性的地域疆界

                                                
1   這裡所指的「知識」，係就主流社會而言；並非指稱當地的「民間知識」、「地方知識」。 
2   這是水田定耕文化社會所看待的生產條件。 
3   清代文獻上出現的「合歡山」，不等同於今日確立定位的「合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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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之外，完全不具備什麼特別的社會意涵。尚且，文中所指涉的區域十分遼闊，

僅能略知此山的位置約在南起於今日大甲（崩山社）、北迄八里（淡水港）之間，

縱括整座雪山山脈的廣大山區，也幾佔盡當時諸羅全縣的界境；雖不明所指為

何，但卻與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合歡山」不僅所屬山系截然不同4、其地理位置

也相距甚遙。 
到了 1717 年的《諸羅縣志》，也為作為縣境諸山之一的合歡山，紀載了同樣

簡短的描述：「合歡大山遙接乎干豆門諸社者為查內山，山麓有查內社……中港

溪發源於合歡大山」（1717：98）。在《諸羅縣志》中，合歡山僅作為陪襯另一座

「查內山」（約在今日中壢與大溪之間）的附屬描述；並提及了該山為中港溪的

發源地。隻言片語中，雖較之《臺灣府志》並未提供更多的參考資訊，但其附圖

卻以概念式地圖，首度提供了關於合歡山最初的地理風貌描繪。雖然當時的中國

早已於 1708 年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進行以西方科學的三角測量、及運用投影

法展開繪製包含臺灣在內的《皇輿全覽圖》，但此一科學技術顯然並未在當時發

生足夠的影響力。一如典型的中國山水畫式地圖，方志中的附圖以現實地理條件

中並不存在的視覺想像角度俯瞰西部。雖然圖像中各地景的位置、比例、地理形

象，多係出自於想像；卻也約略指出了，當時所稱的「合歡山」位於中港、竹塹

兩溪東方山區的相對資訊，補充了《臺灣府志》所提供的地景描述，而得以更為

聚焦。 
此外，1737 年的《褔建通志臺灣府》則標示了各山與淡水廳廳治的里程距

離：「距廳治東南……六十里為貓里山、合歡山，七十里為交眉山，生番居之」

（陳壽祺，1960）。而後，《重修臺灣府志》（1745 年）的記載約略相同，其附圖

〈淡水廳圖〉則描繪指出合歡山位於淡防廳（新竹）以東的山區。而 1762 年的

〈乾隆中葉臺灣軍備圖〉（洪英聖，2002），則較之府志與縣志的指向略微偏南，

約在後壠以南的打馬八溪（今稱苗栗西湖溪）以東的位置描繪了合歡山。 
除了官方方志的記載，民間的詩賦中，也開始出現關於合歡山的地景入詩，

例如 1763 年的〈臺灣形勝賦〉：「陟北山，窮極浦；五步練奇，三臺擎柱。交眉

列翠而容與，合歡舒顏而媚嫵」（卓肇昌，1989：489）。文中描述的當時，時序

已屆清國領臺 80 載，雖然漢人開墾漸北，但竹苗一帶（「三臺山」為今日苗栗境

內的加裡山5）仍是墾界的極北之地；作者履及於此，眺望並詠讚包含合歡在列

的遠山奇媚風光。算得上是對於當時所謂的「化外之地」難能可貴的正面地景描

寫。 
從上述清代官方的主要地理方志、以及民間歌賦中，都可以看到關於這座「合

歡山」的描述與描繪，皆然來自於雪山山脈西麓，當時受漢人開拓有限的竹苗一

帶平原地帶。受限於當時清帝國的國家權力與科學技術的力有未逮，除了少數擁

有獨特形貌，而得以遙指而無誤的奇特山峰6之外，皆難以透過符合嚴謹的科學

                                                
4   文中的描述，係指向於竹苗以東，雪山山脈的西側山峰；今日所稱的「合歡山」則位於中央

山脈的位置。 
5   參見苗栗知縣沈茂蔭著《苗栗縣志》：「三臺山，俗名嘉璃山」（沈茂蔭，1993：22）。 
6   諸如今日新竹地區可以平原通視的大霸尖山，因為造型奇特，自古就有「酒桶山」的古稱；



金尚德   空間與權力──「合歡山」的文化地景解析 

4 
 

基礎，而據以成為地理標示與定位；尚且一部縱覽全府、全縣的方志，不僅其修

纂者是否曾經親身走訪考據、抑或僅憑道聽途說，抑或延續抄襲前著文獻的謬

誤，也必然造成了描述∕繪上的誤差。雖然他們都指出了之於清代有此一「雪山

山脈上的合歡山」，然而歸納這些曾經出現的描述；卻由苗栗、竹塹、西湖等台

灣西北部山麓間遊走，除了與今日我們所熟悉認知中，較更深遠、且在南方百餘

里外的「中央山脈上的合歡山」不僅地理南轅北轍、形勢更有天淵之別。對於這

麼一座所謂「疆域」內的高山，事實上卻是文人騷客的藉景抒情與憑空臆測，因

而成為了「一個合歡、各自表述；多樣文本、卻不知所云」的模糊與流動；究竟

所謂的「合歡山」所指為何？終究如霧裡看山、莫衷一是。 
而關於「合歡山」山名的由來，清代各時期的方志均未見有特別的記載，甚

至於日本領台後，諸如伊能嘉矩、安倍明義等學者的地名研究論著，也未見對該

山的考證7。雖然並無直接的文獻指出合歡山名的由來，但我們仍可從文獻中瞭

解當時的社會文化如何影響自然地景，賦予地景被觀看與想像的面貌；再藉由這

樣的社會脈絡之中，嘗試瞭解理解「合歡山」山名的起源。 
伊能嘉矩考察台灣複雜的地名變遷，在《大日本地名辭書》（1909：5-9）中，

將臺灣地名考證作了整理歸納，依臺灣地名的由來，作了如下的區分：  
一、地名起因 

1.以自然的一般形勢位置命名 
2.以自然的特殊地勢形容為名 
3.當地生產的特殊天然產物 
4.山川勝蹟及建造物 
5.歷史的沿革與古來傳說 
6.開拓及建置 
7.開拓及建置選擇吉祥佳字 
8.移民的原居地名 
9.因歷史事件而更改地名 

二、地名轉訛 
1.漢族以外的語音為地名 
2.舊有的地名更其音以接近吉祥佳字 
3.故意轉訛語音為接近文字語詞 
4.舊地名加添文字成為新地名 
5.將既有的地名合併省略成為新地名 

                                                                                                                                       
故縱使無科學測量的基礎，亦能古今對照指稱無誤。見《新竹縣采訪冊》：「熬酒桶山在縣東

南百餘里，旗山從淡水縣番界中東南方來，在諸山之上突起一峰，頂平而圓上稍窄而下漸寬，

形如熬酒桶，高插雲霄，為人跡不到之區」（無作者，1993）。 
7   關於清代「合歡」一詞在文獻記載的分析上，王幼華（2006）的〈合番或者合歡〉一文，是

目前最為完整的分析與綜合論述，文中考證指出「合番」與「合歡」兩詞的同意；歸納在清

文獻中出現於番社名、山名、地名、族群名與人名；並指出了「合歡」一詞應源出道卡斯族

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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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一個地名有數種假借的字音 
分析伊能所歸納地名起因的兩大類系譜，其一為受社會文化認知而賦予的意

義、其二為受語音轉訛變化而來的指稱；前者顯然多屬於發生在漢人已然開拓與

久居的社會之中，因而藉由文化推動自然地景的改造，建構成為官方及社會聚焦

的「主要」的文化地景；而在城郭聚落之外的廣大地域，其地名由來則多出於伊

能所歸類的後者，意即以番語為主的文化要素，所形塑出附屬與參照性質的「次

要」地景。我們再藉由清代的文獻中，針對山地命名的由來進一步認識：  
1706 年，臺灣同知孫元衡在《赤嵌集》，有段有趣卻寫實的寫照： 

林下學占爭喚鳥：蕃人聞鳥語而知吉凶。 

檻邊閒譯最深山：臺山無正名，都從彝語譯出（孫元衡，1958：28）。 

自將臺灣收入帝國版圖以來的官方消極態度，可藉此一覽無遺。對於朝廷高

級命官之於轄下「封域」的城外地區、與其相關之地理知識竟也僅落得「檻邊『閒』

譯」的消閒逸趣。1722 年，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臺海使槎錄》亦云「臺地諸

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黃叔璥，1989）。可以窺知，除了在廣大人跡罕

至的區域上，以番語轉譯為地名；在更為深遠的高山地帶，實務上也同樣採用了

最為便利的作法，即是直接援用與其地理位置相對的番社之名，為山命名：「淡

地8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每以所隸堡、社稱之」（陳培桂，1989）。 
據此觀之，我們再將合歡山在地圖上的相關諸社相互對照，援引 1722 年《臺

海使槎錄》中〈番俗六考〉一章中的「北路諸羅番」記述： 

北路諸羅番九：崩山八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里、南日、貓盂、

房裏、雙寮、吞霄）、後壠、新港仔、貓裏、加志閣、中港仔（以上四

社俱附後壠納餉）、竹塹、礁磱巴（黃叔璥，1989：308）。 

文中所謂之北路諸羅番，即為日治時期後，由日後伊能嘉矩所稱的「道卡斯

族」平埔族原住民；其傳統領域正分佈於新竹、苗栗至台中附近的西部平原地帶。

而文中所載的各部落社名9，多被各時期的方志作者，用以作為命名周邊相關山

峰的指稱。可見於各式描繪「合歡山」一帶地景的山地地圖；諸如：蓬山社（蓬

山；見府志、重修府志圖）、宛裏社（宛里山；見重修府志圖）、南日社（南日山；

見府志、縣志、重修府志圖）、貓盂社（貓盂山；見縣志、重修府志圖）、貓裏社

（貓裏山；見縣志、重修府志圖）、加志閣社（加志閣社山；見縣志圖）；以及次

章所述之眩眩社（眩眩山，見縣志圖）等，皆係採集道卡斯族之社名為「合歡山」

周邊的山峰命名。 
而在《重修臺灣府志》所附〈淡水廳圖〉所指稱的「合歡山」東方深處，則

另有一座標示為「南日山」的山峰；我們可藉由〈諸羅外紀〉的記載，來進一步

                                                
8   即淡水廳轄地，當時為中部大甲溪以北，至雞籠為界。 
9   關於道卡斯平埔族的部份社名，甚至已出現於更早荷蘭時期的番戶戶口記載，可參見 1664

年《巴達維亞城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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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合歡山」與道卡斯族的地理與族群關係： 

南日諸山之後，有巨石峭削巍峨，出內山之頂，或名之曰冠石。土番10

云：「後壠、竹塹諸社指石為的，登絕頂東洋及山後諸社可一望而盡，

亦有捷徑可通，但奇險耳（陳夢林，1992：409）。 

若參照〈淡水廳圖〉所描繪的相對位置，此段記敘意味著當時平埔族道卡斯

族的後壠、竹塹社之勢力範圍，在當時尚可到達較之「合歡山」益加深遠的東方、

意即南日山的山後。因此，地理位置相對於「南日山」更接近平原山麓的「合歡

山」，自應亦屬於道卡斯族可能的傳統領域與活動空間。 
從清文獻與日後伊能的研究中，可歸結出「山本無名、番語譯出」應為當時

描繪山景的普遍現象、與製圖上的方法；從清領翌年《府志》的編撰中即出現「合

歡山」之名，而當時漢人的墾拓尚未大舉北拓之前，漢民眼中荒蕪化外、生番盤

踞的地景名稱，自應在主、客觀條件上均無需因為配合地理調查，而隨之將地名

漢化、或更名易詞的可能；「合歡」這個看似漢化的名稱，實應為當時土番的語

彙，故能於官方首部方志編撰之初即受到採集入錄。此外，加以考證周邊諸山，

山名多採用居住於此的道卡斯族土番語而來，以及相關地理位置含括於該族群可

能的傳統領域之上；皆可以據以為論，清代當時方志中所謂的「合歡山」一詞，

應係源出於當地道卡斯平埔族的族語語彙。 
由官方方志的「轄治封域」之中，竟也明白昭示「生番所居」的弔詭情境。

方志地圖將視覺的焦點集中於某些特定的聚落地景上，並且提供了醒目的位置與

誇飾的比例；而廣大的山林地帶徒然只是個襯托城郭的被參照對象。換言之，所

謂的「封域」，實則並未存在於國家實體的邊界之上，而只是個想像的疆界。藉

由文本圖像所投射出的意象，不僅說明了對於當時地理空間的理解、與觀看府∕
縣治的凝視焦點，僅然聚焦於城郭圈內；同時也投射出了地圖背後當時的權力關

係。清代對於臺灣地景的描寫，除了受到前述其經濟基礎的下層建築（infra 
structure）中，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平地農業）的影響；因而造就了上層建築

（super structure）中對於山林地景的意識，只是個可遠觀而無需狎近的歌詠對

象。伴隨著當時清帝國整體對於臺灣的消極作為，連帶使得派任來臺三五年一任

的朝廷命官，期盼相安無事、只待調昇內地的過渡心態。因而國家權力的邊界，

某種程度的被允許在相當的模糊與彈性之下，以彼此維繫著一定的平衡關係。 
在這樣的整體社會氛圍之下，「合歡山」縱有其名，然而其內涵如何？實則

並非當時的社會所關心。換言之，在當時的國家權力脈絡、與科學技術的背景之

下，這樣混沌的台灣山地，雖屬「應然」的大清封域；但「實然」並未造成什麼

樣的社會缺憾、亦或有礙於將之到來的權力企圖；對於一個想像的疆域、與遙遠

的地景而言，如此的空間知識與意涵，已然足夠。遙指山嶺、寓意為志，是一個

文化地景的建構過程；只是源自於山下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條件，已然決定了人們

觀看山上地景的眼界視角。 

                                                
10  清代所指稱的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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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探險、完成初登──殖民的文化地景 

隨著馬關條約結束了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清廷在臺兩百餘年的統治權；1895
年，臺灣進入了日本帝國的領治時期。有別於清廷的消極態度，日本政府急於將

這塊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有效經營與開發。於是的在弭平了各地台民反抗勢力

後，逐漸建立起行政架構，並開始運行施政。值此時，全島唯一尚未納入國家體

制的，便僅剩下廣大、且少為外人所悉的山地地區。而對於台灣廣大山區地理環

境的瞭解，依然十分有限；神秘的高山地域，實質上仍未納於帝國疆域；深山的

探險，往往也是以失敗收場。 
1896 年，台灣總督府軍務局預備籌組中央山脈探險隊，計畫以五條路線探

險台灣這塊帝國新領地的心臟地帶。翌年，由軍務局陸軍大尉深堀安一郎率領的

探險隊由台北出發，藉道埔里、溯經眉溪進入山區，計畫翻越臺灣三千公尺的分

水嶺11；再循著木瓜溪東出花蓮港；橫貫當時地理條件狀況不明下的台灣山地，

並進行臺灣橫貫鐵道路線的調查之舉。深堀一行在隆冬雪期依計畫進行探涉與測

量；最終，在發出了「預定攀登三千公尺分水嶺」的最後信息後，便命喪於生蕃

之手，消失在廣大的深山祕境之中。 
深掘事件震驚了總督府，迫使帝國對於山地的偵察活動暫時宣告終止，也對

於台灣山地更增添了神秘想像。1906 年，佐久間左馬太繼任第五任台灣總督，

其到任後便急於打破這種「領而未治」的局面，後隨即著手規劃「五年理蕃」計

劃，於 1907 年首先於「北蕃」為主的區域內，延續清國的隘勇策略，延長並構

築新的隘勇線，並逐步勸誘「蕃人」移入線內的「甘諾」政策；以壓制北蕃、撫

育南蕃的治理策略同步進行。 
隨著隘勇線的擴張，帝國勢力逐步進逼，並漸次縮小封鎖圈；由於生計包圍

的策略奏效，在南投一帶，霧社群被迫於 1906 年向日本歸順，1908 年總督府將

隘勇線由霧社向上擴展至濁水溪上游的「三角峰」，並設立了隘勇分遣所。至 1909
年土魯閣群、陶賽群也都相繼歸順；至此北蕃中居住在濁水溪上游的三群（今稱

「賽德克族」）全被征服。而總督府的隘勇線也直逼中央山脈主脊，於海拔兩千

餘公尺設立了櫻峰隘勇分遣所。伴隨著殖民侵略的腳步，這個時期正是臺灣山地

的地理探勘最為活躍的時期，許多清代無法到達或未知的地理空間，都被精準的

科學測度丈量得透裡撤外；各種精度的地形圖，也陸續完成製版繪圖；逐地、逐

張的不斷生產出來。 
如同山下政權的更替，山川地名的轉寫與再現的巨大工程，也正如火如荼的

在全臺開展之際；在此同時，「合歡山」這個清代飄移不定的地理名詞，卻也悄

悄的再次出現。當 1909 年 4 月，在被隘勇線漸次包圍的土魯閣群要求歸順之時，

日方藉勢開出了和解的條件；其中之一，便是要求蕃人協助推進隘線路，直達更

為深遠的中央山脈之上。而這個記載於官方文書上的中央山脈指稱之地，正是「合

                                                
11  深堀大尉所回報的「分水嶺」，即為今日所稱的中央山脈，奇萊山與合歡山之間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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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山」（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97a：567）。 
從清代以來虛無飄渺般的合歡山，再度的被世人提及，卻已經是以一個「真

實」的面貌問市。對於這個繼承自前朝地理名詞的「真實」出現、與「事實」宣

稱的轉換過程，卻並未見有其充分的科學根據；唯一的「科學」證據應為臺灣輿

圖（1880）與劉銘傳的臺灣蕃地圖（1890）等「晚清輿圖」的描繪（將合歡山描

繪於臺灣中央主脊地帶）。而合歡山為何從竹苗雪山山麓被位移、放置至中央地

帶，是錯置、誤植？已全然不可考；抑或其實晚清輿圖並非刻意將合歡山描繪於

今日所知之「中央山脈」（當時尚未有「中央山脈」、「雪山山脈」分立的觀念，

係至日本治台後才獲得證實12），而僅係為了表達出「更深遠的內山」之意？其

理由，正因為該「合歡山」與竹苗平原完全無法通視，蓋不可能為清初方志所描

繪之地景，亦不可能於清末製圖所觀測之實際位置。在無法進入山區實測的限制

之下，採分別由東西兩側描繪，便成為了「中央」山脈的錯覺？ 
無論如何，此間的地理狀況有待實地踏查。翌年雪融，總督府蕃務總署測量

技師野呂寧便迫不及待地，展開首次的合歡山登山探險作業。1910 年 2 月，野

呂寧與財津技手協同警察隘勇等五十餘人，由埔里經霧社、三角峰並抵達最深入

中央山脈的櫻峰分遣所。隨後數日間，在天候不佳、嚮導蕃人陸續逃散，及寒流

降至冰點的連串厄運狀況下；僅登上了合歡山南側的平寬山峰：「合歡山南峰」

（由野呂寧當場命名），便倉促下撤結束探勘。這是首度的「合歡山」探險。雖

然未登上「合歡山」一探究竟，但首度探險歸來後的野呂寧，將探險的過程發表

在 1910 年 3 月 13 日〈漢文版臺灣時報〉的「踏查合歡山」一文中： 

本島中央山脈中有一峰，曰合歡山。夙為世人所知，未曾有實地踏查者，

故莫悉蘊奧。 

在簡短的開場文中，可以證實野呂寧所指稱的合歡山，正是清代方志詩詞中

不斷出現的「合歡山」（位於竹苗）；野呂寧將清代以來的合歡山，轉換成為其所

尋獲並定義的合歡山（位於南投）。在未曾有人屢及的前朝遺憾中、隱喻其數百

年間被世人尋找、而在當代實踐的過程；並且傳達指引出了合歡山曾為蕃人盤踞

的社會記憶。 
首度探險的失敗，並未擊垮這位總督府首席測量技師的意志，在事隔僅十數

日之後便捲土重來。一行人在原地等待氣候轉晴，探險隊再度自櫻峰分遣所出

發，當天先宿營於南峰下等候霧散；3 月 16 日清晨，天候再度放晴，先重新登

上合歡山南峰後，繼之順利登上海拔三千四百餘公尺的合歡山頂。旋即在兩度遭

到槍襲的緊張氣氛之中，倉促進行初步的觀測，並北進至白狗隘勇監督所（臺灣

日日新報，1910a、1910b）。這是外人首度登上合歡山的實地踏查，而此次測量

總測量面積僅達 18 平方日里（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1997b：151）。 

                                                
12  1910 年，宜蘭廳叭哩沙支廳長小島仁三郎等人，由攀登南湖大山的途中觀察，才證實了次高

山（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原來分屬不同山脈（沼井鐵太郎，1997：40）的地理現象。而次

高山山彙的諸山探勘，更是遲至五年理蕃戰事告一段落後的 1915 年方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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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呂寧以三角測量與經緯儀，為日後並延續至今日的「合歡山」下了科學的

正式的定論；即延續至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合歡山，其便是出於野呂寧當時所標示

定義： 

合歡山位於南投廳內，西部隘勇線櫻峰分遣所東方九公里半處，是一座

聳立於中央山脈主脊上的高山，海拔一一、二 ΟΟ 尺13（楊南郡，2002：
250）。 

這是一個首度以科學技術探勘「合歡山」的地理踏查過程。自清代以來，文

獻所記載的謎樣地理空間，已在此時為總督府技術幕僚「證實」與「再現」；由

飄移的想像論述，轉換為腳下的山頭；從自由的流動文本，定位在地圖的表面。

並未有人懷疑此一宣稱憑藉的證據為何；但這個「宿為世人所知」的山峰，就此

終告塵埃落定，所憑藉的是帝國權力所成就的殖民探險；因而在這個「未曾有實

地踏查者」而被命定的山頭空間上；藉由知識宣稱所建構的權威論述，而將兩百

餘年來遊移不定的合歡山定於一尊。 
在此同時，由於甘諾政策係延續自清代以來一貫以封鎖圍堵的思維，但在實

施不久後，卻使得蕃人與平山交界地帶的客家族群俱感威脅，因而同時引發了抗

爭而宣告失敗。1910 年總督府重新檢討並再度規劃「五年理蕃」計畫，確立了

武力強制打開山地禁域的政策方向，改以結合軍警武裝討伐為重點，將殖民的力

量，深入領台十餘載後，仍處於帝國勢力邊陲的山地地區。 
1913 年，時值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計畫下「太魯閣蕃討伐」軍事行動

的前一年，戰事正如野火燎原般的遍掃整個台灣北部山區，總督府挾強大軍事武

力而順利地陸續降服以「北蕃」泰雅各族群為主的山地地區。是年秋天，侵略的

腳步正如預期般地，來到了最後一站的太魯閣人所在地。值此時，合歡山雖已完

成首次的登頂，但也由於在山頂上遇襲，而僅在倉促中僅進行了初步的測量；由

於軍事行動在即，總督府亟欲瞭解內太魯閣山區的地理環境及各部落位置，為預

定於來年展開的討伐行動評估適當的進軍路線，因而仍持續組隊進行合歡山的探

勘。 
隨後的數次武裝探險，卻出現了極大的戲劇性發展。其中以 1913 年 3 月，

野呂寧率 286 名探險隊員，在合歡山遭遇風雪，而造成 89 名隊員死亡的「合歡

山遭難事件」，成為台灣史上「最大的山難事件」（引自楊南郡，2002：263），最

為引人注目14；以及同年 10 月，佐久間總督所親自參與的一支由陸軍武裝士兵

護衛15、共計三百餘人所組成的探險隊，也成功地登上了合歡山頂，並在晴朗的

天候狀況下，順利、且完整的完成立霧溪上游的地形測繪作業。 
隨著地理測量的完竣，1914 年 5 月，合歡山上旌旗幡飛、軍隊陣列；數千

                                                
13  此處的尺，乃係指「日尺」。1 日尺等於 0.30303 公尺。 
14  關於此一山難事件的完整過程，請參閱楊南郡（2002：250-65）。 
15  先前的探險測量，皆以警察本署派遣警力護衛。整個五年理蕃的軍事行動，初期僅投入警察

的武裝力量，在遭逢預期外的巨大反抗力量後，總督府更將軍隊的正規軍力投入，形成了軍

警聯合討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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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紮營安寨的景象，不尋常的出現在台灣海拔三千公尺高山上，成為台灣歷史

上前所未見的浩大戰爭景觀16。合歡山成為「討伐」軍隊的根據地，「太魯閣蕃

討伐」的戰火由此蔓延開來。至此，也正揭示了，關於「合歡山」地理位置的確

認與標示的企圖，卻也不折不扣的，正是基於這場殖民戰爭需要、與帝國權力目

的之下下而誕生的產物。 
「山」本是無名的，「命名」的本質就是一個社會建構寓於地景的過程；而

「製圖」則是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實踐霸權於空間的體現。源自清、日國家政權

更迭後的社會需求不同，決定了觀看與理解「合歡山」的方式：前者是對於番人

盤踞下想像封域中的描述與抒發；而後者則是開發皇土與殖民治理下的測量與征

服的必然之舉。然而，弔詭的卻是空間轉換上的移位過程，由雪山山麓轉向了中

央山脈深處的過程與資訊的取捨；真只是個單純的地名轉寫、抑或是文化地景的

刻意建構？ 
由文獻的定義而言，僅由清代的數篇方志、與前後不一的輿圖，如此薄弱的

參考文本，如何能定論、又為何非再現文本中的合歡山？既然這是一個「未有人

踏查之地」，大可對於所謂的「無主之地」，隨著帝國的逐一佔領而給予新的命名，

成為新的地理景觀（此間，絕大多數均以「地理形象」抑或「自然地景」來指稱；

諸如霧社以東至中央山脈主脊沿途一帶的三角峰、櫻峰、鳶峰、三角形峰[奇萊

山]，以及以東的塔山、三角錐山等）；何故需要移植一座文本上的高山？ 
再從地理實景而言，由清代漢民生活的西部平原，望向崇巒疊嶂的中央山

脈，視線將被橫亙障列的雪山山脈所阻擋。而野呂寧所命定的「合歡山」（海拔

3416 公尺），卻是身處在平均高度更甚之 3500-3800 公尺的雪山山脈背後、與益

加遙遠的中央山脈深處中，一座不起眼、且相對低矮了的數百公尺的無名山峰；

尚不考量地表弧形、與遠距；由平地視覺上的互覘，僅是障列於前的雪山山脈就

足以阻斷通視；然而，這是身為總督府地理測量專業技師的野呂寧必然深知的。 
總督府塗銷了清代文本中「合歡山」的模糊與矛盾之處，卻藉由合歡山「存

在」的客觀事實、與客觀的文獻記載；對照出被「尋獲」此一空間的應然之實。

並以此召喚出社會的集體記憶：意即「合歡山」在前朝記憶中所象徵的番界、與

遙遠未知地理空間的意象；在這個海拔 3416 公尺之處，再現了文本中「生番盤

踞」想像空間的馴化，並合理化了殖民理蕃企圖的正當性。從飄忽不定的詩詞歌

賦中，尋找一個科學上的「點」，並將之寫入了特定的地理空間；其過程宛如尋

獲作家筆下「香格里拉」或「烏托邦」的宣稱。地圖背後隱而未顯的權力關係是

什麼、地景背後未言而喻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抽象的概念需要一個以物質為基

礎的象徵符號，將之投射、並具象的再現媒介物。這個經由創造又經由地理技術

官僚「證實」的合歡山，終究成為了帝國地理功業的象徵地景，與被安放在中央

山脈之上、理蕃事業的巨大紀念碑。 
我們以此歸結：「地圖先於空間現實而存在，而非空間現實先於地圖存在。

換言之，地圖是為它聲稱要代表的事物提供了模型，而非那些事物本身的模型」

                                                
16  也同樣是日本軍事史上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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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1999: 192）。在想像的空間，與再現的地圖之間；藉著尋獲古老的遙

遠空間，卻寓意著當代所成就的地理功業。無論時間之於清代或日治，社會建構

的凝視、與隱身於在科學技藝背後的權力運作，才是圖面最終的支配者。 
 

紀律之身、馴化之地──規訓的文化地景 

自太魯閣討伐結束後，合歡山的鄰近周邊雖已建設開鑿了網絡狀的理蕃道

路，但合歡山仍是座一般人仍無法親近的高山。除了少數的調查研究與公務登山

活動，而需進入此山區之外；「登山」在這個時代與地域間，仍是個不切實際的

活動。合歡山的登山道路，雖有昔日戰爭後遺留的清楚路徑可以利用，但卻仍需

要警察護衛來進行登山（沼井鐵太郎，1997：114）；非公務的登山者更需支付護

衛費。原因係中央山脈東西兩側的蕃人（賽德克與太魯閣族）仍處於敵對的狀態；

以及對其他外來者的零星衝突也仍時有所聞。在 1929 年攀登合歡山的紀錄上，

仍有動員警察護衛，並且事前規範攀登合歡山期間雙方蕃人禁止借槍狩獵的緊張

狀況；並得巧心安排、隔離雙方在確保不會相遇的情況下，接替挑夫任務（沼井

鐵太郎，1997：131）。1930 年霧社事件爆發後，隨之而來的「集團移住」政策

的實施，使得世居當地的原住民，相繼被迫離開傳統領域而移居下山；逐漸淨空

的山區與喪失了原有的功能的理蕃道路，卻也意外造就出有利於登山的條件，使

得山地攬勝與登山運動在此發展開來。 
隨著總督府陸續完成對於山地與原住民的控制，霧社事件平息後，民間團體

於是開始積極宣傳台灣山嶽之美，因而興起一陣體驗山岳美景的健行探勝風潮。

於是，橫貫穿越合歡山山地的「合歡越」道路，就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了。1935
年「合歡越」道路開通；「合歡越」西起台中州霧社，翻越合歡山區，東迄於太

魯閣峽口，道路全程二十六‧五日里，大抵沿用昔日理蕃道路，依傍立霧溪畔開

築為人行山道。一般健行者約五至六日步程，便可完成越嶺抵達花蓮港廳。「合

歡越」道路以豐富的史蹟，與山岳、斷崖、峽谷之美為其代表性。立刻受到了當

時社會的重視。在早已先期完工通車的臨海道路（今蘇花公路）配合之下，吸引

了絡繹不絕的探勝者；並由於道路就在合歡山麓南側橫越而過，從步道上起登，

僅需頃刻便可以登上合歡山絕頂；相較於先前的探險測量時期，宛如天淵之別。

文明的腳步完全征服了這座原本難以親近的高山17。 
來自台灣全島及日本慕名而至的攬勝者，絡繹不絕地遠道而來，健行於「合

歡越」；並取道登上這座赫赫有名的合歡山。一般的行程，多僅止於東西端的太

魯閣峽口與霧社一帶，全程橫斷中央山脈並登合歡山的隊伍，則大多為中學學

生。1935 年，合歡越已成為了「高嶺深谷徒步健行的代表」（沼井鐵太郎，1997：
233）。而早在合歡越道路完成之前，民間即有積極推動太魯閣成為國立公園的構

想，在「東臺灣勝地宣傳協會」的大力鼓吹之下，及日本林學博士田村剛的考察，

並在花蓮港廳的積極請願之下，也使得太魯閣在「合歡越」完工的這一年，入選

                                                
17  關於合歡越的歷史與沿革，請參閱楊南郡（198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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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立公園候補地。 
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也隨即進入戰時體制；而這一

年 11 月，總督府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也正式指定了醞釀已久的「大屯」、「次高

大タロコ18」、「新高阿里山」三個國立公園。次年（1938）隨著戰爭的日益加劇，

隨即頒佈了「國家總動員法」，將舉國國力投入戰爭的需要。而業已展開的「皇

民化」運動，除了精神意志上透過時局意識的灌輸，並要求國民承擔應有的臣民

義務；也包括了強調對於身體的鍊成，即對於「國民體位向上」的要求；以應此

一非常時期的國家動員需要。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青年學子的登山成為了戰

爭動員下受到鼓勵的運動。臺中州知事松岡一衛，在其國立公園成立的文章中，

便有針對青少年們利用自然、並預作未來準備的期待訓勉： 

在此一內外遭逢重大時局之下，國立公園提供了背負著日本躍進的青少

年們，一個積極磨鍊修養與克服困難的身心陶冶之神聖道場，為國家非

常時刻的將來而預作準備（松岡一衛，1938）。 

「次高大タロコ國立公園」，為當時全台最大的國立公園，園區除綜合了次

高山（雪山）、合歡山、大霸尖山等名山外；更結合太魯閣峽谷、三棧溪流域、

與木瓜溪流域的廣闊區域。整座園區便是以合歡山為中心、以「合歡越」為貫穿

園區動線的高山型國立公園。欲親近此一天然美景的唯一方式，在當時也僅有登

山一途；合歡山與合歡越因而成為青年學子的熱門登山路線。此一時期的合歡

山，由於登山目的已由探險轉變為探勝，再至此刻的國民鍊成；因著合歡越的開

鑿完工、已無「蕃害」的山林、以及國家非常時期的動員驅使氛圍之下，使得台

灣的登山活動同時發生了巨大的，量與質的轉變。 
臺灣山岳型態國立公園所提供的高山環境，將如何結合青少年學子的身體與

意志鍊成，並與國家的期待一致？我們可以攀登合歡山的過程為例，簡單的從幾

個特徵來認識。其一、以戰時動員的需要為依歸，登山活動的過程，即是一種準

軍事化的身體的鍊成。強調精神與意志的堅持與磨練；身體的鍛鍊與體能；在特

殊環境下的野外自保與求生；更有著與軍人類似的個人裝備（諸如一致的服飾、

綁腿、背包、地下足袋19、風雨衣）要求。其二、是思想的規訓。日治時期三個

世代的歷史記憶：明治年間的「深堀事件」、大正年間的「太魯閣討伐」、昭和年

間的「霧社事件」，使得攀登合歡山的登山過程中，充滿了豐富的歷史意義，沿

途經歷史蹟，並得以思考前人堅苦卓絕的精神。其三、是身體馴化的象徵。自合

歡山的軍事首登，至日治末年登山團體的絡繹於途；登山的過程與行程大抵有行

前神社祈福、固定的路線階段（合目）、宿泊所，與登頂儀式（三唱萬歲、遙拜

皇宮）；從佐久間總督下至青年學子皆然。整個強調鍛鍊精神的學生團體登山過

程中，沒有自由不羈的個人主義，一切均講求紀律與團隊的意志。 
而在登山者的集體記憶中，台灣山地歷經了「獰猛蕃人」的盤踞、理蕃討伐

                                                
18  即是目前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 
19  日式的工作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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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在凝視異文化的好奇心態之下，參觀諸如霧社、或沿途蕃人的生活方式，

同樣成為登山過程中經常有的過渡儀式。在國家戰爭總動員後的艱困年代中，社

會民間早已逐漸收拾起昇平時期各式型態的個人享樂與活動，然而別具殖民教育

意義與符合國家政策的登山活動卻持續的受到鼓勵。登山會每年仍在向來是最熱

門路線與登山代表地點的合歡山區，規劃舉辦固定的登山活動（沼井鐵太郎，

1997：255、263）；甚至於戰爭已進入第三年後的 1940 年間，仍舉辦慶祝皇紀

2600 年的紀念登山活動，其中也仍然持續著合歡越嶺隊伍（沼井鐵太郎，1997：
297）的活動。綜觀日治時期的學生登山活動，國家政權利用登山的過程中，消

弭差異、創造一體感；營造出有助於社會控制，使學生呈現服從與集體性；以支

配意志，達到同化的目標（林玫君，2003：191）。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短暫的勝利後，日軍開始在各戰場上漸露

敗象，隨之節節敗退；不能倖免的台灣本島，也開始遭受戰火波及與重創。合歡

山區的登山攬勝，才隨台灣各地的登山旅遊活動，一齊進入停滯的蕭條時期。直

到 1945 年，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日本政府 50 年的治台歷史；而日

治時期合歡山區蓬勃的登山活動，也有如曇花一現般，約只維持了十年光景。 
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政，而遠在中國的內戰卻值如火如荼之際，隨後的

數年間，政局也發生了重大逆轉；1949 年，戰事失利的國民政府，喪失了在中

國大陸的政權，數百萬軍民隨政府跨海來台。渡台後的國民政府，在「固守台澎

金馬，伺機反攻大陸」的戰略指導下，鑑於國防軍事的需要，而有倡建構築貫通

臺灣的橫貫公路之議。負責籌畫橫貫公路的臺灣省公路局，選定多處參考路線進

行評估，並於 1956 年 7 月開始，沿用「合歡越」廢道，進行「東西橫貫公路」

的開鑿工程。 
「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其主要考量不僅為國防與經濟之需要，其中也包

含了為安置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量退伍軍人、及延續一貫的開發山地資源等多重

考量。1956 年 7 月，數以千計的榮民、官兵被投入此項浩大工程；並在 1960 年

4 月，耗資了四億、歷時 3 年 10 個月，開闢主線總長 192 公里的「東西橫貫公

路」方告竣工。「東西橫貫公路」的竣工，不僅貫通了中央山脈的天然屏障，也

將合歡山與平地社會拉近到了僅僅半日的距離，使得歷覽合歡山與甚至太魯閣的

美景，不再僅是登山者專屬的權利。然而，如同日治時期的山林探測一般；隨著

地理空間的拓展，新的文化意識也藉著交通之便，滲透進入了山林。 
此一時期，沿線的地理命名在此整批的改弦易調，中國歷代的地名、人名與

道統；如廬山、昆陽、大禹嶺、天祥、文山、仁愛、信義等象徵符號，大量覆蓋

在原有地景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國意識的、新的文化地景。地理更名所企圖強調

的，仍是表現國民政府繼承一脈道統的合法性身份，並強調國家與民族身份認同

的意識。而就在橫貫公路通車的這一年，蔣介石總統親臨巡視之際，合歡山也被

有心逢迎者改名，而被更換了「介壽山」的新名稱；藉由合歡山高山的地理特性

與象徵，而賦予地景成為頌揚統治者的、新的政治符號。在政府的正式文件及地

圖上，也陸續逐一更換上「介壽山」這個新名字（行政院新聞局，2001；劉枝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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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89）。 
如同前述日治時期「國家總動員法」下的青年學子，在國民鍊成的要求下而

被鼓勵的登山運動，因而將「高山」作為了身心的修道場；後繼的國民政府也在

「動員戡亂時期」下，運用救國團的青年自強活動，同樣也將此間山野，進行青

年學子的身體規訓。 
1952 年，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局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蔣介石

在對於救國團成立的訓詞中，要求救國團的性質應建立在：與國家教育文化政策

密切配合、鍛鍊堅強體魄、陶鑄文武合一的人才的「教育性」；以學校青年為基

本，提高互助合作精神、服從團體命令、嚴守革命紀律，以便發揮組織力量 獲
得工作成效的「群眾性」；以及學習戰鬥技能、勵行勞動生活、發揮勇於負責的

戰鬥精神的「戰鬥性」之上（賈嵩麓，1974：300-2）。救國團綜合了在中國大陸

面對大批學潮，而喪失青年的信任與參與，以及淪喪政權的教訓；因而在此以「教

育」、「群眾」，與「戰鬥」的性質之上聚焦。藉由舉辦青年活動，拉近與青年的

距離，是其操作的策略；也因此每年寒暑假「青年活動」的舉辦，成為了救國團

的一項特色。 
創辦前期的救國團「青年活動」以戰鬥訓練活動為主；1961 年後逐漸加入

綜合性的青年活動；至 1972 年退出聯合國後，則改變活動型態為「青年自強活

動」重新恢復戰鬥及體能的軍事化活動（黃金麟，2009：149）。在各個階段的青

年活動中，合歡山也因橫貫公路開通之便，與冬季易於積雪的特性，成為了大受

歡迎的熱門營隊之一。除了地處亞熱帶、且尚未開放出國觀光的青年學子對於白

雪地景的嚮往；另一方面，自 1960 年後改隸教育部後的救國團，也逐一於橫貫

公路乃至於合歡山區交通沿線設立許多山莊，乃至於協調軍方動員的人∕物力支

援，提供了冬季雪期高山地區活動必要的便利條件，皆使得合歡山具備了野外活

動營隊所需的良好條件。 
而在不同世代下的合歡山登山活動，日本青年學子偏好「夏季登山」（沼井

鐵太郎，1997：77、98）從事國民的身心鍊成，而救國團活動設計則更偏好以傲

雪凌霜的「冬令活動」中，在於風雪中體現「自強」的活動旨趣。偏好不同，也

可看出文化背景的差異，與社會脈絡的不同。從 1953 年至 1975 年間，各期「青

年活動」中，關於合歡山的活動，種類極其多元，共計有：「合歡山戰鬥營」、「合

歡山滑雪營」、「合歡山雪地活動隊」、「合歡山冬令營」、「合歡山夏令營」、「合歡

山賞雪團」、「合歡山攝影健行隊」、「合歡山健行隊」等營隊；而利用此周邊山區

的活動隊伍則還有「東西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東西橫貫公路健行隊」等（陳

耀宏、蔡禎雄，1993：34-35）。 
在活動的進行中，除了以團康活動營造「自強」、「團結」等情境的體認與想

像；救國團也將政治與軍事的思想教育，寓於活動設計之中，達到國家規訓的目

的，而這也是舉辦青年自強活動的宗旨。例如在活動中集合團員於廣場舉行檢閱

典禮，並透過集體演講，加強學生們的愛國教育理念（陳忠慶，1980：107）。而

在生活作息上，無論梯隊的性質是否為「戰鬥營」，抑或其他的育樂營、文藝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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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營隊等；均必須接受軍事化的生活管理；使得軍事化的管教成為救國團的特

色。而這也使得救國團成為了軍隊以外，最有戰鬥氣息的團體（黃金麟，2009：
150）。而在合歡山的另一隅，主、東峰之間，合歡谷內的陸軍寒訓基地，也同時

在冬雪季展開雪地特戰訓練；使得整座合歡山上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軍事操練

的活動。 
合歡山一如千萬年來的春陽冬雪、四季輪轉；然而此時的皚然白雪之上，卻

是交織呈現著一幅在風雪飄搖中，軍民同心、歲寒自強的文化地景。在更迭的世

代、卻是相同的空間之上，不同的國家權力皆然在此凝視、規訓著每一個溫馴的

身體、並建構要求順從的意識理念。內化著權力的身體，就如同風景圖片上的合

歡山積雪地景般，不容一絲瑕玷。 
 

「反共復國」、山頂發聲──戒嚴的文化地景 

1914 年的太魯閣武裝侵略軍事行動，其影響不僅僅為太魯閣原住民傳統與

文化的破壞，其間的諸多科學技術與考量，也為日後合歡山乃至太魯閣山區的地

景，產生延續至今日的諸多影響，諸如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稱、中橫公路開鑿路線

的選擇，與合歡山頂的空間利用思維。 
當日軍將軍事行動指揮的大本營推進於合歡山，並設置軍需倉儲庫後；便基

於合歡山的山勢獨立、且立於中央山脈高達 3416 公尺的無阻礙高度，使得日軍

在太魯閣戰爭時期，選定了合歡山山頂，斥資經費一萬日圓，由山本、尾原兩名

總督府技師架設長距離通訊天線，完成了「合歡山無線電信所」的設置；負責每

日與花蓮港廳的米崙山電信站交換電報（遠藤克己，1914）。這是文明產物頭一

遭地，佔據了合歡山的山頂；也展開了文明技術對於此一地理空間的充分利用。 
東西橫貫公路開通之際，這個時期的台海之間，仍處於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

危機之中，國共間也加強展開各種型態的心理戰爭；其中的宣傳戰戰火，也在台

灣海峽上相互隔空交鋒。台灣為了反制中國大陸不斷滲透的心戰廣播，於是在

1951 年開始進行整平合歡山頂、興建機房屋舍，由黨營的中國廣播公司，運用

美援器材架設長程廣播天線；在山頂上構築了「合歡山轉播站」（中國廣播公司，

1998：135），從事對中國大陸軍民的心戰廣播。 
選擇合歡山主峰的原因，除了沿用了日人自太魯閣討伐戰爭中，選定合歡山

主峰頂架設通訊設施的相同理由，即為：高達三千四百餘公尺的海拔高度、峰頂

平緩寬闊的主要條件之外、更由於橫貫公路興建後，造就了便於交通與補給的最

佳有利條件；此後，合歡山主峰頂成為了軍事重地。而在當時的國家廣電政策下，

對外部分，除了最主要的遮蓋大陸心戰「匪波」滲透、以及對國際宣傳團結海外

僑胞之外；對內，也更要求鞏固心防，希望民眾服膺政府領導、消弭異音（何貽

謀，1992：23）。 
這個「遏制匪波」的責任，成了各黨營、軍營主要廣播電台的首要任務。海

峽兩岸除了需要不斷的移動頻率，更要以強大功率互相壓制對方；「合歡山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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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運作。1962 年 9 月，在當時黨政軍一體的時代，

由國防部、台電、中廣、民航局與退輔會等單位，共同斥資了千萬經費，完成對

位於海拔三千餘公尺主峰頂「合歡山轉播站」電力輸送的浩大工程，以達到 24
小時全日開機運作的能力（中國廣播公司，1998：144）。至此，其不僅成為台灣

最高海拔的廣播轉播站，得以將功率發揮至極致；並且無論日夜的，在全球冷戰

對抗的分工下，在這高山頂上，從事著沒有砲火的戰爭。也由於山頂空間的戰略

考量與軍事化利用，終於將合歡山山頂，禁錮成了一座無法親近的戒嚴空間。 
1970 年代，國內興起一股攀登「台灣百岳」的登山風潮，使得許多的山峰，

成為登山者追逐的夢想；因而往來於各個山地管制區之間。所謂的「百岳」，意

指著由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挑選出公認足具代表性的百座名峰，作為登

山者的榮譽目標。合歡山以其獨具的地理特性、高知名度與歷史意義，理所當然

地成為了「百岳」的一員，但卻也是唯一遭軍事管制山頂的百岳成員。因此，早

期的登山者只能受拒於營門外，不得其門而入。而山頂的駐軍，與始終禁閉的神

秘軍事設施，使得合歡山頂突兀於中央山脈的天際線上；不但不為社會所悉，而

總是給予外界神秘而又森嚴的印象。 
直到 1980 年代晚期，台灣民主意識帶動了一連串政治的開放措施，使得兩

岸關係漸趨和緩，並隨著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成立、及國民逐漸重視休閒旅遊的趨

勢下，絡繹不絕的遊客湧進合歡山區，假日、雪季期間更顯水洩不通。無論是夏

季的青青草原、或冬季的皚皚雪坡；遊客的歡笑聲，散佈在這座高山上的每個角

落。而合歡山頂的戒嚴禁地，也在這段期間不知不覺地逐漸撤廢，終至傾圮。棄

守的電台、營地、與鏽蝕的廣播天線，散佈於空蕩蕩的山頂上，在落日餘暉下獨

顯淒涼。在這絕頂之上，歷史的章頁俯拾即是。 
 

蓬瀛仙山、人間宿命──結語 

從小小的合歡山頂上，卻也足以窺見台灣數百年的大時代變遷。每一段歷史

恰如雪泥鴻爪，也都在這裡刻畫下了些許活動的痕跡。清代為之簡略勾勒、作志

傳世，使得文獻中的合歡山至今依然虛無飄渺；地理測量技師將之命定「確立」，

宣告了空間殖民的開端；由此蔓延的侵略戰火，成為太魯閣族人的殖民記憶根

源；青年救國的松雪礪節，仍是當代社會的集體記憶；山頂上的電台禁地，見證

著一段逐漸遠去的「反共復國」激情年代；幾教世人遺忘的「介壽山」之名，代

表著一段威權神話的破滅；而空間的解嚴，則使我們得以有機會實踐、並企盼人

與自然和諧的時代來臨。 
我們嘗試著援引 1925 年美國的地理學者 Sauer 所提出的「文化地景」

（landscape）一詞，來作為合歡山這個地景的解析基礎。他指出了文化地景是由

文化團體改變了自然地景而來；文化是原動力，以自然地域為媒介物，而文化地

景則是結果。隨著外來的文化到來，文化地景將獲致新的活力；抑或此一新的文

化地景將會覆蓋在先前舊有的文化地景之上（Sauer, 1925）。Sauer 的論述，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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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了當時地理學界「環境決定論」的主流所提出的批判；一如數百年來「自然」

與「社會」的科學二元對立，他指出了 nature 與 culture 並非兩個對立的概念，

而是相互交織與影響的過程。換言之，看似無辜客觀的自然景觀，其實仍深受刻

意主觀的文化作為所影響，進而形成了文化地景；並且隨著文化的更迭，文化地

景亦將隨之變遷。 
這正是合歡山三百餘年間的真實寫照。文化利用地理的方式，賦予某些空間

特定意義（Crang, 2005: 40）；自清代以來的一個迷樣空間被「再現」之後，合歡

山就注定與山下的一切交織糾結，以及不斷的被文化作為加諸於其身。數百年

來，山下世界的一切，不斷地投射在這座 3416 公尺的高山之上。如同地景都是

變遷的記載；當文化價值有所變化，隨之需要新的地景形式（Crang, 2005: 28）。
經歷了殖民統治、威權統治，在山頂之上，這樣的社會建構隨著朝代的更迭，不

斷的在山頂上「再生產」出新的文化意涵；因而在美麗的自然地景背後，合歡山

卻也正是一面文化的視窗。它豐富地展現了從清代、日治、乃至於當代的山下社

會中，關於文化、社會與權力的變遷關係。藉由合歡山所呈現的不同社會意涵，

使我們得以看見各種文化在這個美麗地景上所留下的集體記憶、國家權力、社會

意志與意識型態的種種刻鑿痕跡。 
恰如社會與空間不可分離，空間與社會相互鑲嵌影響的基本命題；地景是一

個社會空間，而「山」則是個最能具體表現文化意涵、與權力象徵的實踐符號。

文明高山的特性、與種種偶然的歷史條件，終究造就合歡山成為一個文明與自然

交會之下，「文化地景」的必然宿命。 
 



金尚德   空間與權力──「合歡山」的文化地景解析 

18 
 

後記 

廿餘年前，無意間的一趟合歡古道登山之行， 
讓我初次拜讀了楊先生的古道作品； 
景慕之餘，也踏入了這古道的探查行列。 
 
日後，得以有幸跟隨於先生的「古道學」研究； 
猶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得以略窺山林中每個角落的歷史、族群、民俗、社會與政治之奧衍； 
從而遨遊在台灣山林與歷史古道的無盡知識間。 
 
當於此浩瀚的學海中從師相隨， 
在淵博的古道鴻儒背影下、悠遊「合歡」了十餘載之後， 
才知道先生的江海之學，猶如高山仰止； 
雖何其惋惜未能穿過時光，重返歷史以窺清這豐富殿堂的全貌； 
卻也何其有幸，就教這位承先啟後、將山林作為畢生志業的當代學術哲匠。 
 
僅忝以此文、重返筆者與老師首次相遇的「合歡」出發，以為紀念； 
並衷心感謝先生的啟蒙、引領，還有那亦師亦友般地，一路的關照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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